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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历经了两次重要变化，前者是汉昭帝、宣帝时对边疆的攻
防调整及王莽的怀柔政策，后者是王莽代汉建新后的武力讨伐和以夷制夷政策。文章首先对这两个阶

段边疆政策的嬗变过程作了翔实梳理，总结了边疆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与特征，进而对两次嬗变原因进
行了分析，并从边疆经略角度对王莽边疆政策的积极意义作了探讨，最后对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

策嬗变及其结果对东汉光武帝边疆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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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至新莽是两汉大一统的过渡时期，其间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前后历
经了两次重要变化，前者是汉昭帝、宣帝对边疆的攻防调整及王莽摄政时的怀柔政策，后者是王莽代汉
建新后以武力讨伐和以夷制夷为主政策。两次边疆政策的嬗变使得当时的边疆局势产生了巨大变化，
也对后世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以往学界在一些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通论或者在专题研究中对这一阶段
的边疆问题有所探讨。但由于已有成果多是跨度较长、涉及面较广的通论性阐述，个别专题论文关注时
段和研究侧重也不尽相同，所以关于西汉末至新莽这一特殊时期边疆政策演变的具体过程、特征、原因
及产生的影响，以及王莽边疆政策评价等细节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探讨。本文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
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西汉后期边疆政策的“攻防”调整与王莽的怀柔政策
（一）昭、宣二帝时期边疆政策的“攻防”调整与西汉末边疆统治能力的弱化
西汉自建立至汉武帝，经历数代统治者，百余年的经营，边疆经略取得了显著效果。再经汉昭帝和

宣帝两朝的努力，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藩属体制。① 为了边疆的有效治理，边疆常年征战不断，西汉
王朝付出了重大代价。关于边疆征战给国家的创伤，在汉武帝晚年时曾下诏“深陈既往之悔”②，否决了
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尽管学界对“轮台诏”到底是汉武晚年
边疆政策的“路线转向”还是“权宜之计”解读不一，但中原的边疆经略所付出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史料
明确记载武帝“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③。武帝的轮台诏为后继昭帝、宣帝时期边疆
政策由攻到防的调整埋下了伏笔。④

汉昭帝即位后，边疆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始元六年（前８１）举行“盐铁之议”，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
策得失展开辩论，虽然辩论的主要对象是盐铁专卖，但是大量的内容与边疆政策有关。根据桓宽《盐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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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汉后期边疆政策的调整，有学者从宣帝开始讨论，如龚荫《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史（上）》的第二章第九节专

门设有“汉宣帝转变政策”（第１９４～１９７页）。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应该昭帝时已经开始。



论》的整理，可知其中“忧边”“备胡”“击之”“结合”“诛秦”“伐功”“西域”“和亲”等众多内容涉及边疆政
策，①大夫和贤良之间争论的核心是继续边疆征战还是与民休息。霍光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减少了
对边疆的主动征讨。可以说，昭帝时期汉朝鲜有对边疆展开主动进攻，多是被动出击，并且尝试与边疆
政权友好相处。在匈奴方面，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同时西汉还设法使囚禁在匈奴近二十年的
苏武归汉。② 始元七年（前８０）“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作了还击，并取得了
重大胜利“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又经几次交涉，最终使得“匈奴不敢入张掖”。③

西南方面，始元元年（前８６）“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
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柯，大破之”。始元四年（前８３）“西南夷姑缯、叶榆复反，
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益州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
人”。后来“武都氐人反，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頟侯韩增与大鸿胪广明将兵击之。”④始元五年（前８２）秋派
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才最终平叛。⑤ 有一个细节，在西南夷复反后，吕辟胡带兵平叛，前期只是
按兵不动，并未出击，直到蛮夷杀益州太守之后才出击，结果战败。在东北方面，元凤三年（前７８）冬，
“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后来“乌桓再次侵犯边塞，派
度辽将军范明友领兵追击”。⑥ 可知，面对边疆的反叛进攻，昭帝时基本采取的是防守反击政策。
昭帝时期的边疆政策调整还表现在对边郡采取了一些内缩政策。《汉书·昭帝纪》明确记载在始元

五年（前８２）“罢儋耳、真番郡”。关于罢儋耳郡的问题，《汉书·贾捐之传》记载较为清晰：“初，武帝征南
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
并属珠厓。”可以发现，罢儋耳郡的原因是“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西汉不得已将儋耳郡并属珠厓郡。
关于罢临屯郡较为复杂，史载：“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
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⑦《汉书·东
夷·东沃沮传》亦载：“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
县，属乐浪东部都尉。”从前一条史料看，昭帝时在东北边疆撤销了临屯、真番二郡，并将其并入了乐浪和
玄菟郡之中，后来玄菟郡迁移至句骊。后一条史料虽然没有明确时间，但所记与前一条史料有类似内
容，一方面玄菟郡初置时是以沃沮为郡治，后来因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这显然是向西内缩的
表现；另一方面在玄菟郡内迁后，当时单单大岭的沃沮、濊貊先是归属了乐浪郡，后来因为境土广远，专
门置乐浪东部都尉去管理单单大岭以东的七县，这也是对岭东直接管理弱化的表现。虽然昭帝撤销临
屯、真番二郡原因史料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玄菟郡内迁可知，很可能与边疆民族反叛有关。玄菟郡
郡治西迁是被迫行为，乐浪东部都尉的设置也是因为境土广远，这显然是对单单大岭以东地区放弃的表
现，都尉属于武官，是统领郡兵的官员，这更进一步表明了当时西汉在这一地区采取的是一种防御政策，
而以往的那种直接管理则明显弱化了。⑧

需要指出的是，昭帝此时的边疆政策并不是一味地防守，也有主动出击的情形，只是侧重点集中在
防守。比如，《汉书·西域传》载：“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
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
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按照这一记载，昭帝打算在西域推行桑弘羊的轮台屯田计划，但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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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校尉人选不当，造成了龟兹的担忧，最终未能推行。这显然是在西域采取的积极政策，欲通过屯田
控制西域，制衡匈奴。这一点从当时解忧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
天子幸救之！’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的记载可以提供反证。此外，昭帝在面对西南夷的多次反叛，开始
采取防守反击，多失败。后来于始元五年（前８２）秋，派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最终取得大胜，斩
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这一定程度也属于主动出击的表现。
如果汉昭帝时期的边疆政策攻防调整只是一种准备和尝试的话，那么汉宣帝时期边疆政策的攻防

调整则更为明确、灵活，表现出以休养生息为主，并适时调整。本始元年（前７３）宣帝即位后，解忧公主
与乌孙昆弥再次上书请求朝廷，发兵援助。本始二年（前７２），汉朝发兵二十余万出击匈奴，并对匈奴进
行了沉重的打击，当匈奴再次出击乌孙时，遭遇大雪天灾“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这一情况下丁
令、乌桓、乌孙又从北、东、西三面夹击，匈奴损失惨重，最终，“匈奴终不敢取当，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
矣”。①

对匈奴痛击之后，宣帝发诏书明确指出：“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
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②宣帝认为边疆不能绥服，原因在于其德能
不够，边境屯兵时间太长，不愿再向边境屯兵，认为这不是安定天下的办法。尽管宣帝的诏书有削弱霍
光子弟兵权的目的，但也明确表达了宣帝边疆政策调整思路。在北部边疆方面，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刚刚
即位，“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③宣帝接受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设常平
仓，以给北边。五凤年间，匈奴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内部贵族之间又出现了混战。史书记载：“五凤中，匈
奴大乱，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萧望之则指出：“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
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
盛也。”④此建议得到宣帝的采纳。在西域方面，由于郑吉等人屯田渠犁，控制了军事要地车师，匈奴不
甘，指出车师是“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郑吉上书朝廷请求增
加屯兵，而“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可且罢车师田者”。⑤ 当时丞相魏相指出：“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
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
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于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
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⑥宣帝采纳了魏相的
建议，郑吉不得已因兵少放弃了车师。这表明当时汉宣帝在对匈奴有着绝对优势的情况，不惜放弃既得
利益，以避免边疆再次征战，劳民伤财。在西南边疆方面。地节三年（前６７）十二月“省文山郡，并蜀。”⑦

虽然文献中并没有明确当时为何将文山郡并入蜀郡，但从昭帝时期西南夷多次反叛以及宣帝的边疆观
念看，此时的撤郡应该也是对西南边疆攻防调整的表现。
当然，宣帝时期边疆政策还表现出适时调整占据主动的特征。其一，表现在西域都护的设置上。神

爵二年（前６０）秋，匈奴握衍朐提单于即位，“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
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
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⑧。这显然是宣帝采取的主动行为，使得中原王朝
对西域的管理更为直接。其二，表现在妥善处理匈奴单于称臣问题。在匈奴内乱时期，呼韩邪单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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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子入侍获得西汉的支持，并且在内乱中不断占据优势。甘露二年（前５２）呼韩邪单于遣使至汉，表示
要在三年朝觐宣帝，进而明确臣属关系。对于匈奴称臣，当时大臣大都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
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但是宣帝却下诏否决了这些建议，指出：“盖闻五
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
在诸侯王上”。在次年呼韩邪单于觐见时“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
裳，黄金玺盭绶……”。① 显然，宣帝处理匈奴称臣，充满着政治智慧，彰显了汉廷的包容。
随着西汉后期的边疆政策调整，到了西汉末期西汉的边疆治理能力并没有实现萧望之所谓“咸贵中

国之仁义”“必称臣服从”的目标，结果反而使边疆变得更加不稳定。匈奴方面，后绥和元年（前８）又有
夏侯藩“求地”不成，汉朝廷竟然答复匈奴说夏侯藩“擅称诏”，用惩罚夏侯藩来讨好匈奴。② 西域方面，
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在成帝后期乌孙小昆弥末振将刺杀了朝廷支持的大昆弥雌栗靡，元延二年
（前１１）末振将在内乱中被杀，引起了其遗部的不满。此外，车师王姑句、去胡来王唐兜也在西汉末期出
现了叛逃匈奴的情况。西羌庞恬、傅幡等因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也敢反叛攻西海郡。在南部地区，“甘
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③。初元三
年（前４６）春，罢珠厓郡，原因是“珠厓郡山南县反”，博谋群臣，“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厓”。④ 西南边
疆，“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
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⑤。当时，西汉朝
廷对边疆的战乱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也表明中原的能力对边疆已是鞭长莫及，而边疆更是明显出现了
对朝廷的不臣之心。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知，昭、宣二帝时期，边疆政策出现了明显调整，改变了汉武帝时期的积极进攻策

略，进而以防守为主，同时适时采取进攻策略。但是经两朝的调整，只是实现了短期或局部的和平，边疆
反叛依然不断，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西汉末汉朝中央对边疆的统治能力逐步弱化了。

（二）王莽摄政时期引诱拉拢、重金收买为主的边疆政策
汉哀帝死后，王莽官居大司马，以太后名义执掌军政大权，立汉平帝，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做

皇后，渐渐在朝中大权独揽。王莽为了赢得政治资本，对边疆采取引诱拉拢、重金收买为主的政策。
王莽对边疆采取引诱拉拢、重金收买始于汉平帝年幼时，史载：“汉平帝幼，太皇太后称制，新都侯王

莽秉政，欲说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风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
厚。”⑥王莽通过王昭君女儿的特殊身份作为借口，拉拢匈奴并加以厚赏收买。此后，王莽加速推行这一
政策。元始元年（１）春正月，告诉益州，让塞外蛮夷献白雉。⑦ 这一次拉拢王莽不仅得到群臣盛赞，更取
悦了皇太后，因而获得“安汉公”的称号。在拉拢匈奴让王昭君之女入侍太后之后，王莽再次对匈奴采取
拉拢厚赏的策略，让单于慕化中国使用一字之名。平帝元始二年春王莽又“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
牛”⑧。对南部边疆民族采取重金收买。
在王莽拉拢和收买下，达到了“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的局面。

元始五年（５）王莽继续对“唯西方未有加”的西羌进行引诱并重金收买，“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
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居摄元年（６）“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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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二年春，窦况等击破西羌”。虽然，当时王莽在西羌反攻西海郡时，

派护羌校尉窦况进行了回击，但始建国元年（９）王莽在策命五威将军时，对怀羌子王福时专门说道：“汧
陇之阻，西当戎狄。女作五威右关将军，成固据守，怀羌于右。”①从策命中王莽让五威右关将军在成固
据守，对羌等西部戎狄采取依然怀柔政策，虽然此时新朝已经建立，但从策命看，西羌被窦况击败后至新
朝建立前后应该一直采取的是怀柔政策。

除引诱拉拢、重金收买策略外，这一时期王莽亦采用了一些强硬手段。除了上述面对西羌的反攻，

王莽派遣护羌校尉窦况进行了回击外，当时匈奴在西域车师后王句姑、去胡来王唐兜投降匈奴后，匈奴
向西汉报告了情况，并将姑句和唐兜交给了朝廷，并请求赦免他们。王莽此时并没采取怀柔政策，不但
没有听从匈奴赦免的建议，也没有对西域官吏问责，反而召集西域诸国王，将二人斩首以示儆尤。② 与
此同时，由于匈奴接收了西域车师和去胡来的投降，王莽极为不快“乃造设四条”去约束匈奴。

从以上的史料梳理可以看出，王莽在西汉末期，对边疆民族政权采取的基本是拉拢和收买的政策。

王莽此阶段推行这一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政治资本，为其代汉建新作准备。当然，除了赢得政治资
本外，笔者以为王莽推行这些政策，是在西汉末期国力日下背景下变相维系西汉边疆藩属体系的努力，

这为其代汉建新后推行“改王为侯”的边疆政策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新莽时期武力讨伐和以夷制夷为主的边疆政策
经过西汉末期对边疆的拉拢收买，王莽营造了一个“四夷皆服”的一统局面，但这一局面获得方式并

不是王莽所追求的。取得皇位后的王莽，便明确表达了他的统治观念，指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
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
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可以看出王莽对诸侯和四夷称王是不能容忍的，尤其强调四夷称王属于“僭号”，

并以“违于古典，缪于一统”为借口进行改制。始建国元年（９）秋王莽便“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
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

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从这段史料，

可以发现新朝建立之后，王莽一改摄政时期拉拢收买的方式，而是直接削弱边疆民族政权首领的地位。

在改王为侯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反抗的情况，王莽则进行武力讨伐。史载：“初，五威将帅出，改句町王以
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③杀句町王邯引发了其弟的不满起兵攻杀歆，同时“三
边蛮夷悉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于是王莽派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

以击益州”。但经过３年的征讨，并未取得胜利，反而使得将士因疾疫死了大半，造成巴、蜀一带骚动。

王莽再次“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
二十万人”④对西南夷进行征讨。

对北部匈奴，始建国元年（９）王莽专门“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赍金
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⑤在匈奴与新朝结怨加深，出现反叛迹象时，王莽
则对匈奴进行分化，拜咸为孝单于，拜助为顺单于，并传送助、登至长安。单于知道此事后，极为愤怒，公
开反抗新朝。王莽则“怙府库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
于边。议满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

同时王莽“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并指出：“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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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元元害，罪当夷灭”。① 于是“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罚于知之身
……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先至者屯边郡，须毕具乃同时出”②。当时，匈奴孝单于咸的
儿子角“数为边寇，杀将率吏士，略人民，敺畜产去甚众”，王莽则“会诸蛮夷，斩咸子登于长安市”。③ 这
是王莽对角侵扰边境的直接反制措施，王莽在斩杀登之前，特别“会诸蛮夷”，这不仅反制了匈奴，也震慑
其他边疆民族。
在西域方面，始建国二年（１０），新朝“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④准备取道西域，迎击匈奴，

车师后王须置离迫于国家日益贫穷无力给新朝军队提供补给，打算投降匈奴，戊己校尉刀护将置离押送
给了西域都护但钦，被但钦斩杀。在咸做了匈奴单于之后，先是和亲，王莽通过重金使得单于交出了当
时投降匈奴的西域官员，以及杀死刀护的芝音等二十七人，王莽将这些人全部烧杀了，此后匈奴和新朝
和亲也中断了。当时，西域的焉耆国因靠近匈奴，出现了反叛，杀了西域都护但钦。天凤三年（１６），“乃
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
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
等，皆杀之”。⑤ 从这条史料看，王莽在征讨焉耆时采取了以夷制夷策略，即统领西域边疆政权士兵去攻
打焉耆，除了直接记载的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外，从“反间”看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也是受王骏统领。
在东北边疆方面，王莽兴十二部军讨伐匈奴，向边境地区不断屯兵，作为新朝的属国的边疆政权具

有承担征讨匈奴的义务，先是“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这显然是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
统领乌桓和丁令的部队讨伐匈奴。后来“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
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
安”。⑥ 对于高句丽压制，体现出两个方面政策，其一是以夷制夷，其二是对边疆政权首领的诛杀。
新莽时期王莽对边疆除了采取强制政策外，同时也夹杂着一些怀柔手段。一方面是对匈奴的重金

收买。始建国元年（９）秋天，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颁《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时，赏赐“蛮夷币帛各有
差”，⑦同时在前往匈奴易单于故印，也是“多赍金帛，重遗单于”。分化匈奴时，诱匈奴右犁汗王咸及咸
子登、助三人时亦采取重金收买的方式。天凤元年（１４）时，乌累单于咸即位，打算与新朝和亲，此时王莽
立即派和亲侯王歙、骑都尉展德侯飒出使匈奴，对新单于即位表示祝贺，并赐黄金衣被缯帛，欺骗单于说
侍子登尚在长安，通过此次收买和欺骗，王莽引渡回来此前投降匈奴的西域官员陈良、终带等。为了表
示与匈奴的友好，王莽还“罢诸将率屯兵，但置游击都尉”。单于贪恋王莽的赂遗，做到了“外不失汉故
事”。⑧ 天凤二年（１５）五月，在王咸护送右厨唯姑夕王和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回匈奴后，再次给单于以
重金，并劝说改变封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除了对匈奴方面的重金收买，王莽
对当时西南夷采取了极为温和的政策，即派遣官员发展地方经济。当时益州郡民族叛乱杀郡守、吏人，
王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未能攻克。这一情况下，王莽并没有持续用
兵，而是“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
和”。⑨

可以看出，王莽在新朝建立之后，边疆政权基本采取的是强硬手段，主要体现在武力讨伐和以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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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方面，当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夹杂着个别重金收买和发展经济等怀柔手段，但处于从属地位。
三、西汉末至新莽时期边疆政策嬗变的思考
（一）西汉末至新莽时期边疆政策嬗变的原因分析
通过上文梳理，西汉末期至新莽时期边疆政策出现两次较大的变化，其一是西汉后期昭、宣二帝“攻

防”的调整及王莽的怀柔政策，其二是王莽的武力讨伐和以夷制夷为主的强硬政策。显然这两个阶段政
策的嬗变，分别有着不同的原因。
首先，是长时间的边疆征战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需要与民休息。关于边疆征战给国家的创

伤，前文已述，在汉武帝晚年时，武帝有过思考，提出“轮台诏”。数十年的边疆征战将文景之治积攒的财
富基本消耗殆尽，人口也随之锐减，推行盐铁官营也使得腐败严重，民不聊生。《汉书·食货志》对当时
武帝的内外局势做了清晰的总结：“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
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
（罴）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
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
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在这种背景
下，昭帝时霍光采纳了贤良的建议，与民休息，同时对边疆也采取了防守政策。班固对昭帝时边疆政策
调整称赞说：“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至
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
宜乎！”①

其次，是匈奴已经不能对汉朝造成直接威胁。本始元年（前７３）宣帝即位后，解忧公主与乌孙昆弥
再次上书请求朝廷，发兵援助。前文已述，本始二年（前７２），汉朝出兵二十余万出击匈奴，对匈奴进行
了沉重的打击。匈奴再次出击乌孙时，遭遇大雪天灾，损失惨重，同时又受到丁令、乌桓的夹击，匈奴大
虚弱。此后，匈奴又陷入内乱，五单于自立，互相残杀。最终，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基本扫除。
王莽武力讨伐和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原因：
首先，直接原因是西汉末期边疆统治能力的弱化。经过昭、宣二帝的与民休息和边疆攻防调整，西

汉的国力虽然取得一定恢复，但与此同时以匈奴为代表的边疆政权实力亦得以恢复。上文已述，在西汉
末期，整个边疆四方均出现了不同程度反叛，边疆统治能力大大下降。正是这种情况使得王莽要强化中
央集权，弱化边疆的地位。在西汉末期，王莽摄政虽然权倾朝野，但是毕竟不是天子，缺乏对边疆民族治
理的法理性和正当性，这一点即便是王莽建立新朝做了皇帝，匈奴依然认为：“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
得立？”可想在西汉末年，处事谨慎的王莽不可能向边疆采取强制措施，故采取了怀柔手段，通过拉拢和
重金收买的方式来实现边疆“稳定”和“顺从”。尽管此时，王莽的边疆政策主要目的是捞取政治资本，但
客观上也维系了西汉对边疆的藩属体系。
其次，间接原因是王莽个人的民族观促使。作为一个汉人官员和统治者，王莽内心有着强烈的华夏

正统观念。对于当时边疆出现的种种危机，在西汉末期王莽虽然采取怀柔的政策对边疆民族进行拉拢
和收买，但这显然不是王莽想要的方式。新朝建立之后，王莽自然不必隐藏其“内华夏而外夷狄”观念，
直接向边疆立威，彰显华夏的正统地位，对边疆民族僭号称王者，全部改为侯，并对反抗者进行武力
镇压。

（二）如何看待王莽的边疆政策
关于王莽的边疆政策，以往学界多从民族关系角度分析王莽民族政策的得失，早期的认识基本将王

莽作为“篡位”的反面典型，指出其加威四方、挑拨民族关系，引发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动荡，破坏了中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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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地区的友好关系。① 后来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王莽的民族关系政策做了正面的剖析，

指出其政策对巩固和加强中央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② 笔者以为，王莽的边
疆政策，是要挽救西汉末期开始瓦解的藩属体制，强化中央集权，属于秦、西汉一统基础上的进一步深
化，无论是西汉末期的拉拢收买还是新莽时期镇压分化都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实现一统局面，从边疆
经略的角度看，有积极的一面。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偏离了初衷，出现了操之过急、歧视边疆民族等
不当情况，历史遗留问题不容低估。

一方面，王莽边疆政策的主观动机是要改变西汉末期边疆松散的局面，实现国家的一统。班固在
《食货志》中说：“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
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③这其中所谓的“匈奴称藩，百蛮宾服，尽为臣
妾，天下晏然”显然是班固的固有认识，西汉末期已经发生变化，而“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才是王莽
依据客观现实的真实想法。西汉末期，王莽的重心在获取皇位上，尽管对边疆的政策采取的是怀柔政
策，但也尽力实现了“四夷皆服”的局面。新朝建立后，王莽便对边疆采取强硬政策，一方面对边疆僭号
称王者全部改为侯，对匈奴则重新赐印绶改玺为章，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结合建新之后的内外
改革，王莽正是要改变西汉末期国家衰败，边疆叛乱的局面，进而强化中央集权，维护国家一统。

另一方面，王莽的边疆政策具有制度化、多样化和策略性特征。王莽一直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史载：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④并有“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

的认识。虽然王莽认为的以制定天下是对于国家治理而言，这必然包含着边疆治理方面，而对西汉制度
的不严密则主要指的是西汉末对边疆管理的松散，以及边疆叛乱的频发。王莽建新后对边疆推行了“改
王为侯”，正是其在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和创新，欲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改制。这一制度创新隐藏着王
莽的政治智慧，一方面改王为侯并不是只针对边疆民族，还包括“汉氏诸侯或称王”者，并以“违于古典”

为借口展开；另一方面对边疆政权改王为侯所改的是“四夷僭号称王者”。在改王为侯的过程中尽管遇
到了西南夷句町王的反抗，但其他边疆地区并没有过激的反应，一定程度表明这一制度推行并不是完全
失败。所以，从制度设立和改革创新的角度看，王莽的边疆政策出发点是好的，对于边疆的长治久安具
有重要意义。

为了实现对边疆的有效管控，强化中央集权。王莽对边疆地区采取了多样的治理策略，包括引诱拉
拢、重金收买、武力讨伐、诛杀异己、武力威慑、以夷制夷、蔑视贬低、发展经济等各种手段，既借鉴了以往
历代的治边经验，又有新时期的改革创新。这些治边政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不同背景下交叉或组合
出现，只是侧重不同。同时王莽对边疆四夷所采取的政策也具有极强的策略性。首先，在西汉摄政时期
推行怀柔政策就是典型的策略性表现，不仅为其代汉建新赢得政治资本，还维系了西汉对边疆的藩属体
系，为其代汉建新后推行改王为侯奠定了政治基础。其次，新朝建立之后推行改王为侯也具有明显的针
对性，即“僭号称王者”，并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四夷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再次，针对匈奴方面，由于匈
奴相对强大，王莽既要匈奴承认新朝的宗主地位，使其臣服，又要从政上削弱匈奴的地位；既要与匈奴尽
量不正面对抗，又要使其畏惧。所以采取了恩威并重多种政策手段，尤其在立威震慑方面下了很大的功
夫。相反，对于其他边疆民族政权的反叛，王莽则毫不客气的进行征讨和诛杀。这其中对西北和东北边
疆极为强硬；对西南强硬之后则采取了安抚，当时益州郡民族叛乱杀郡守、吏人，王莽派兵征讨没能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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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反而以广汉文齐为太守，努力经营，发展地方经济，极大的安抚了当地民众。之所以对东北、西北边
疆强硬，笔者以为应该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反抗新朝，这进一步表现出王莽边疆政策战略上的
深思熟虑。
不得不承认的是，王莽对边疆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偏离了初衷，导致了边疆大乱，结果是失败的。

王莽边疆政策实施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上王莽处事过于武断、固执己见，也有客观上新朝国
家实力无法支撑王莽庞大的边疆经略计划。有一点是要特别说明的，王莽在边疆经略过程中对边疆民
族存在严重的歧视是极为不当的，无论是把边疆政权首领和政权名称改为低等称呼，还是将边郡地名改
为侮辱边疆之名，都充斥着对边疆民族的极大蔑视和侮辱，边疆民族显然不会接受，自然会引起反抗，对
中央也丧失了向心力。

（三）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嬗变对东汉光武帝边疆思想的负面影响
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刘秀提出“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边疆思想。对于这一思想产生的原因，

以往学界多认为是中原新定，百废待兴，尚无能力对边疆展开经略。笔者以为，此时光武帝这种相对消
极边疆思想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中原新定实力尚未恢复，同时也受到了西汉末至新莽时期边疆政策嬗
变及其结果的负面影响。这一边疆思想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有其理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失误。
一方面，不否认这一思想有理性的一面。通过史料可知，“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边疆思想是针

对当时朗陵侯臧宫和杨虚侯马武联合上书攻打匈奴的回复。光武帝在回复中系统阐释了“广德”与“广
地”的关系，并深刻的意识到内忧不解、国力不足情况下不能盲目地进行扩张，表现出其在处理边疆事务
时理性的一面。所以，在处理匈奴问题时主要采取了消极防守的策略。史书记载：“光武初，方平诸夏，
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匈奴亦遣使来献，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
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此时光武帝对匈奴的政策主要是想“以通
旧好”，但匈奴方面并没有响应刘秀的主张，反而对多次对东汉展开进行进攻，使得“北边无复宁岁”。①

面对匈奴的进攻，从建武初年直至建武二十四年（４８），２０余年的时间里东汉一直进行防守。在西部边
疆，当时已经形成割据势力的隗嚣于建武三年（２７）上书光武帝，“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
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光武帝对隗嚣报以殊礼，并称呼他的字以示尊敬，并用平等相待的礼仪去
接待他。此时，东汉礼遇隗嚣有借以制衡西南公孙述的目的。显然在当时，光武帝对匈奴和隗嚣的政策
一定程度上是理性合乎时宜的。
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又太过保守乃至草率，在被动处理其他边疆问题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在西域方

面，由于王莽改王为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
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最为典型的是西域莎车，莎车在当时
西域诸国中最为强大，新莽时期在匈奴的压制下都不愿投降，对中原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常敕诸子，当
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
陈思慕汉家”。建武十四年（３８），莎车王与鄯善王一起遣使朝贡，恢复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关系。建武
十七年（４１），莎车王再次遣使，请都护。刘秀先是赐予西域都护印绶，后又强行收回，极为草率。这导致
的莎车王“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贤浸以骄横，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
诸国愁惧”。此外，建武二十一年（４５）冬，在莎车的压制下“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
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刘秀答复：“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
赐之。”由于都护不出，莎车王“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而西域“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
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这一情况依
然未能引起东汉的重视。建武二十二年（４６），面对莎车的大肆侵掠，并令绝通汉道，鄯善王上书“愿复遣
子入侍，更请都护”。针对这次请都护，天子则直接回复：“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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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自在也。”这直接把欲归属东汉的西域诸国推向了绝望的境地，“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
横”。① 此外，当时东汉还对东北边疆的高句丽“复其王号”②，对乌桓与鲜卑、匈奴联合寇边也没有很好
处理。这一系列的边疆保守政策，是光武帝处理边疆问题的重大失误，使得中原王朝失信于边疆人民，
失去向心力，也一定程度丧失了对边疆统治的正当性，最终导致边疆政权不断割据壮大、拥兵自重，对东
汉的边疆稳定造成了巨大威胁，后来东汉为实现一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四、结　语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历经了两次重要的变化，前者是汉昭帝、宣帝时期对边疆的攻防调整

及王莽的怀柔政策，后者是王莽的代汉建新后的武力讨伐和以夷制夷为主的边疆政策。前期政策的调
整与西汉后期国家疲惫、匈奴的衰落密切相关，后期政策变化则是边疆统治能力弱化和王莽的边疆观使
然。从边疆经略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王莽的边疆政策动机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维护国家一统，政策本
身也具有制度化、多样化和策略性，但由于国力不支和王莽本人武断固执，尤其是王莽强烈的“内华夏而
外夷狄”观念深重，对边疆民族进行歧视和侮辱是极为不当的，结果必然走向失败。西汉末至新莽时期
的边疆政策嬗变及其结果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较为突出的是对东汉光武帝的边疆思想产生了的负
面影响，导致东汉初期边疆政策出现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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